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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近年来三重螺旋创新模式相关研究的动态进行梳理，从三螺旋主体的重新定义、三螺旋模式运行机制、实证研究、平台和媒介的研究以及对研究人员的研究进行综述和回顾，并对今后该领域的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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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dynamic trend of Triple Helix Innovation Mode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comb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redefinition of factors of TH, TH model’s operation mechanism, empirical study, the TH platform and agency, and researchers. The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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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论由熊彼得[1]在1912年出版的专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并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两部著作中对创新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介绍。熊彼得之后，创新理论开始朝着技术创新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两个方向发展，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模仿论、门斯的技术创新论以及卡米恩和施瓦茨的市场结构论从技术的创新、复制、转化、推广角度进行了论述，而诺斯的制度创新论、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则从制度与创新的关系入手讨论了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对创新过程的影响[2]。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创新理论呈现出多足鼎立的情况，这些理论主要有Freeman和Nelson的国家创新系统、Cooke的区域创新系统、Sabato的三元模式、Gibbons的模式2知识生产模型等。以上理论都证明了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谁是创新主体，创新的动力学机制等方面的观点并不相同。Etzkowitz等[3]于1995年提出的基于大学、产业、政府间的螺旋互动创新关系（即三重螺旋模式）试图说明创新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持续创新的动力机制，进一步完善了当前的创新理论体系。三重螺旋理论已经得到了美国、德国、日本、匈牙利、巴西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近10年来该理论也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如曾国屏、方卫华、王成军、周春彦等从多个视角对三重螺旋创新理论展开了研究。本文考察了国内外2010—2014年间的相关研究进展，并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梳理当前理论研究的创新点和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1   三重螺旋模式运行机制研究

    在三重螺旋模式运行机制的研究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多重螺旋模式体系的构建及过程研究、三螺旋主体的重新定义、创新系统的互动合作机制研究、三重螺旋模式下的计量学分析研究、其他研究方法的进展这几个角度展开对三重螺旋创新模式的讨论。
1.1  三重螺旋向多重螺旋模式的演进研究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演进发展，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中的创新过程和技术转移过程，三重螺旋理论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一些新的因素也不断地增添到传统上的三螺旋体系之中，重新构造出了多重螺旋创新模式。Marcovich等[4]对四重螺旋模型（较三螺旋增加“社会”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以纳米光刻技术为例，通过不同要素的组合对创新活动区分了4个阶段，指明了不同阶段中各个主体的互相作用机理及支配因素。庄涛等[5]以SCI-E数据为依据，建立了包括大学、产业、政府和国际合作为主体的四维合作模式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我国官产学国际科技合作模式进行了测度。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各种知识生产活动间的相关性也越来越强，知识创新系统已建立起了“社交网络”化的基础框架。Elias等对原有三螺旋体系进行了改进，提出了包括“公民社会”和“环境因素”的新的多重螺旋系统[6]。
1.2  对三螺旋主体的重新定义

网络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区域创新、行业技术创新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对于某一领域或地区，推动创新的主体也出现了改变，传统上三螺旋的创新主体也在这一趋势下发生了一定的调整和细分。Leydesdorff等[7]介绍了“智慧城市”的三螺旋模式以及3股力量（大学知识资本、产业创造财富、公民社会的政府）间相互的作用，而这一联系则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ICT）得以实现，进而可以通过设计和完善ICT来引导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姚伟等[8]从社会网络、区域经济、协同效益以及知识管理的角度分析了三螺旋模式下创新型城市知识服务的价值。康健等[9]将三螺旋模式中的产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个具有较明显区别特征且存在互动演化的维度，依据SCP分析范式分别解析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组成的两种不同的三螺旋情况并进行了理论推演和案例分析。 
1.3  三重螺旋模式下的创新机制研究

在创新机制的研究上，Ternouth等[10]从两个层级（组织层级和区域层级）讨论了创新能力的吸收率问题（新技术向新生产力转化的问题），并从TH（Triple Helix）的视角讨论了官产学三者互动的相关关系。崔和瑞等[11]对三螺旋体系下低碳技术创新合作机制进行研究，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方文超等[12]则以丹麦风电产业集群升级为例，探讨了三螺旋模式下产业集群升级的过程。
1.4  三重螺旋模式下的计量分析研究

    基于三重螺旋的计量学分析方法主要有网络计量法、文献计量法以及信息计量法等，数据来源主要包括web of science，USPTO，OECD, Alta-Vista Search 和Google Search等数据库和网站。近年来基于计量学分析，国内外学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Khan等[13]利用WSI（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研究方法，讨论了基于亚洲的环境下的THM（Triple Helix Model）的演进及其对科技创新传播的促进作用。Swar等[14]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结合三螺旋模式和网络分析技术，讨论了IT外包流程中的关键环节及其网络特征。Ye等[15]利用TH结果的动态演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比较，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全球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趋势进一步拉大了国家间的差距。Meyer等[16]应用文献耦合、协同引证相结合的方法对文献进行了分析，通过归纳汇总将其规范为两个流程：“新的演化”和“新的制度”，并将它们作为对新兴领域的新评价标准进行比较分析。Zhang等[17]以太阳能电池业为例，探讨了利用文献计量学和文本挖掘技术对THM进行的分析，并利用技术竞争情报手段对新兴科学技术（NEST）的管理和政策进行了研究。
1.5  其他研究方法的进展

此外，Ivanova等[18]认为TH关系网构成的双边或三边关系可以有效减少信息传递中的不确定性，对3个要素分别建立了二维向量空间来表示各主体间“发送”和“接收”的信息，并利用傅里叶分析论证了如何降低信息冗余的程度。张颖等[19]应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了三螺旋模式下高新区各主体间的互动博弈的最优决策。Rodrigues等[20]针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提出了简化三螺旋模式以适应条件的观点，并分析了葡萄牙小城市具体实践的案例，通过简化THM，有利于调动当地的创新机构运转效率，从而对创新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2    基于三重螺旋模式的实证研究

2.1  发达经济体科技创新的三螺旋模式实证研究

发达经济体拥有健全的社会组织形式、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雄厚的科学研究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创新过程的顺利进行，但随着创新活动的不断推进，现有的组织形式、职能分工以及制度基础在三重螺旋模式下是否满足创新过程的要求，也是当今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Nishizawa[21]从三螺旋模式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模式，并提出了重振日本经济的相关措施。Xiaoli[22]介绍了美国和日本政府通过立法为TH建立了适当的运行机制，并为大学的科技转化机构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为技术成果的创新、转移提供了外部的条件。Leydesdorff教授将互信息的理论引入到三重螺旋关系的分析中，利用三重螺旋算子T（uig）来反映科技创新活动中大学、产业、政府间的互动协作密切关系。Khan等[23]利用三重螺旋算法探讨了基于网络计量学的韩国大学、产业、政府间的三螺旋纵向趋势关系，通过数据分析指出基于网络的T（uig）比基于科学引文索引的T（uig）表现出了三者间更紧密的联系，互相影响更为明显。
2.2  发展中经济体科技创新的三螺旋模式实证研究

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创新环境及科技基础的制约，其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合作，对发展中经济体大学、产业、政府间协作互动过程的创新评价更多的体现在其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转化效率上。Shin等[24]对沙特阿拉伯的科技创新体系进行了三螺旋分析，并从国内和国际合作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发现沙特的科技创新发展主要依靠的还是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其自身的原始研发能力仍然不强，在很长一个阶段，沙特的生产力发展仍然需要依靠外来技术的支持。Hossain等[25]利用Web of Science和USTPO数据对孟加拉国的知识创新动态进行了三螺旋分析，发现孟加拉国的研发体系还处于科技创新制度化的形成阶段，且服务于创新研究的知识库的构建也并未得到促进，该阶段重点应该放在对创新活动的知识库的储备与建设上。
2.3  我国科技创新的三螺旋模式实证分析

随着近30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科技创新实力提升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SCI发文量已超过德国，年发表文章数量约为美国SCI发文数量的2/3；在USPTO、EPO、PCT等专利机构的专利注册量呈现递增态势。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以及当前创新体系所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也越来越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讨论。Kim等[26]对韩国和中国的农业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利用科技文献数据和专利数据从三螺旋创新视角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共性和差异。柳岸[27]以中科院为例，阐述了我国三螺旋模式的特点及各主体间的作用和关系，并对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基于国际上主流的针对三螺旋的测量分析方法，李海波等[28]提出了针对我国国情开发的区域创新系统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测量标准及体系。文魁等[29]阐述了三重螺旋模式下的北京市科技创新体系的DEA效率分析。
2.4  三螺旋体系中各主体的实证研究

除了上述实证研究之外，国内外学者还从大学、产业、政府的各自角度上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针对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将传统意义上的教学科研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化这一问题的研究。依据“三螺旋”理论和国际上建设“创业型”大学的经验,李雪芹等[30]提出了我国高校在建设“创业型”大学的路径上既要重视观念和组织上的改革，更要重视提高学术创新展开的研究能力，为建设创业型大学的建设提供坚实基础。陈笃彬等[31]研究了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创业型大学的范式，并从组织使命、组织战略、组织变革和组织支撑4个方面探索了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发展路径。针对中国大学衍生企业的案例分析，李华晶等[32]指出，大学衍生企业依附组织的创新能力以及政府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力都直接影响着衍生企业的发展。张海滨等[33]基于2009年统计数据针对高校构建创新体系支撑区域创新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标准。基于不同产业特点以及社交网络对产业创新的动力学研究上，Khan等[34]结合网络计量学分析和三螺旋研究方法对音乐产业相关社交网络进行了比较研究，对社交网络对产业发展的促进进行了探讨。
3   创新平台和创新媒介的研究

3.1  对技术转移机构的相关研究

    技术转移机构（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简称TTO）的功能体现在促进学界的科技高效地向产业界转移，此外，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及时向学界反馈。TTO的产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它是在科技创新过程进一步细化这一趋势之上产生的，TTO对技术转移起到重要的作用。国内外学者从TTO的功能定位、政策环境、运作机制以及运作效率等角度开展研究，近年也从区域和国家创新的角度对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Colapinto[35]研究发现，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转移、科技园、孵化器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联系，并且为技术成果的转化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以意大利中心为例，介绍混合组织为促进知识的开发和交流而形成的价值创造的整体过程。Fogelberg等[36]研究了瑞典区域创新的特点，其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多方基于公共利益而进行相互协作，具体的运作机制主要依赖于创新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称为“Arenas”的中介机构完成科技转化过程。我国学者李小丽等[37－38]分析了美国大学专利技术转移机构的特点，并基于实践提出了我国建立大学专利技术转移平台的必备要素和条件；此外，我国科技转移机构（TTO）转移效率总体偏低，区域级别的TTO效率与三螺旋关系发展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TTO效率也与组织内部因素，如资源配置、技术转移方式及人力资源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3.2  对科技园及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

科技园是企业新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和助推器。从全球科技园发展的规律上看，为了产生规模效益和聚集优势，科技园都有着较强的集群化的特点，这种集群化既体现在知识库资源的聚集上，也体现在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聚集上。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园区和产业集群对科技创新的孵化作用和转移作用也成为三重螺旋模式研究的一个重点。袁胜军等[39]从发展要素、发展误区和建设路径3方面研究了环大学产业圈的建设问题。张铁男等[40]对大学科技园的孵化活动进行了三重螺旋分析，提出了“产业基地”的孵化模式，通过“产业基地”实现各方面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实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链条式发展。Etzkowitz [41]提出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三螺旋的高效运作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创新组织机制，在创新机制的建设上要重新考虑产业集群、跨学科研究及以科技园为代表的知识转化媒介的作用和位置。高运胜等[42]以新竹科技园为例讨论了三螺旋结构下的台湾科技创新合作模式。Jongwanich等[43]分析了科技园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对区域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结合中国1997—2009年专利授权面板数据集对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发现科技园的运作对区域专利、创新发展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Myoken[44]阐述了英国和日本科技园的特点及其对三重螺旋关系的影响，科技园越来越成为科学界和新技术公司之间知识传递和业务支撑的重要纽带，这也要求决策者在科技园的设计论证阶段就全面系统地考虑好协调各方面的因素。
4    基于三重螺旋创新模式的人力资本研究

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第一资本，在基于三重螺旋模式的科技创新活动中，针对人力资源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近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Halilem[45]等从三重螺旋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大学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教学、创业精神及服务4方面的作用与变化，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了影响大学研究人员的4个层级的变量（研究者特征、所属部门、大学的特性、地理位置）。OECD[46]在研究与试验发展调查实施标准中指出研究生（特指博士生）在科技创新研究中作出了实质性的研究贡献，因此也将研究生教育及其间的活动归入R&D活动中。Thune[47]从博士生培养的角度出发，对博士生培养要求、博士生应具有的能力等指标的变化进行了讨论，并通过数据分析和文献回顾对以往研究进行了总结，依据三重螺旋理论建立了评价因子。Chung[48]通过对TH的亚洲研究者的特征的分析（背景、期刊偏好、国际合作、语义网络），总结了最突出的TH研究学者、重要期刊、焦点问题及在亚洲的研究发展趋势。
5   对我国的启示与研究展望

三重螺旋创新模式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当前创新理论体系，对已有的创新理论，如国家创新系统、三元模式、后洪堡模式等形成了很好的补充，我国如何更好地实现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转化，产业界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推进，三重螺旋模式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迪。
我国当前的创新互动模式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创新模式，学界和产业界在这其中更多的体现为创新活动参与者的角色，如何更好地发挥学界和产业界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政府向学界及产业界进行职能转移的范围如何界定，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创新平台机构和媒介对于知识的转移、科技成果的转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学界、产业界、政府间知识传递的桥梁和信息双向反馈的渠道，如何进一步发挥此类机构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此外，三重螺旋模式要求大学在完成教学科研使命的同时，更多地承担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职责，甚至直接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大学由教学科研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变，这需要从大学职能、定位、制度环境、教学科研实力等多个角度协同地推进。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实现本土化、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大学有区别地进行引导发展，也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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